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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天 地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
———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许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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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
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
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 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
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 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
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 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
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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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是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其
《论法的精神》一书自 1904 年被严复翻译成中文出版
后就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但以往我们的研究
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严厉批评及其民主政

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

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
思路。而恰恰是在这一被忽略和遮蔽的方面，孟德斯
鸠以其“旁观者清”的独到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全面
认识中西哲学的深刻思想。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
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

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
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
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 从他对儒学如何

“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
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
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
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对于东方专
制政体的批评并未影响他肯定儒家的“伟大的天才”的
智慧，这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仍具有启发意义。

一、论儒学与斯多葛学派的相通之处

孟德斯鸠在作中西哲学比较时，首先注意到一个

重要的事实，即古希腊人也把哲学看作是治理国家的

学问。他在《随想录》中提到:“普鲁塔克发现，古代哲
学不是别的，就是治国的学问。他说，如果从七位贤哲
中除去一位，余下的六位所全力以赴的，无非就是政治

和道德。希腊人虽然后来专注于思辨学，但在众多城
市的统治者和立法者眼里，希腊人最被看重之处，依然

是他们的实用哲学和他们的信仰。”“希腊人和罗马人
对于政治知识和道德知识的歆羡，堪称是一种崇

拜。”［1］( P768) 由此看来，注重政治和伦理乃是中西古代哲
学的共同特点。
当然，注意到这一特点的并非只有孟德斯鸠，不过

其人未像他这样明白地举出普鲁塔克的论述来作为自

己的立论依据而已。从利玛窦开始，西方学者就把古
希腊与古罗马的某些哲人或哲学流派与孔子和儒家哲

学相提并论了。例如，利玛窦将孔子比作古罗马斯多
葛学派哲学家、尼禄皇帝的老师塞涅卡，认为“《四书》
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尼加 ( Seneca ) 的作
品”［2］( P135) ; 法国学者拉莫特·勒瓦耶则认为，孔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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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格拉底”，“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在于他们
都运用其在伦理方面的权威，把哲学从高高在上的地

位带入到了普通大众之中”［3］( P281) ; 而费内隆则批评
“孔子———中国的苏格拉底”这一命题是一个“不太沾
边的赞美”［4］( P41) ，并具体论述了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思
想分歧;于是勒孔德又回到利玛窦，重新把孔子比作斯

多葛派的塞涅卡［5］( P191)。孟德斯鸠认为儒家哲学与斯
多葛派确有可比性，所以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四章
中专设第十节“斯多葛派”，然后又在第十九节中将斯
多葛派哲学与儒家哲学合在一起作了论述。
孟德斯鸠对斯多葛派哲学极为推崇:“古代的各种

哲学派别可以看作是不同的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哲学
派别的原则比斯多葛派更无愧于人类，更能培养好人。
倘使我能在一瞬间忘掉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就会把

芝诺学派的毁灭列为人类的一大灾难。”［5］( P191) 他认为，
这个学派做得过火的只是对快乐和痛苦的轻蔑，但“唯
有斯多葛派懂得培养公民，唯有斯多葛派培育了伟人，

造就了伟大的帝王”［1］( P467)。
孟德斯鸠认为，在教人要善尽对于他人和社会的

义务、远离物质享受的诱惑方面，儒家与斯多葛派是相
通的。他有两段话颇为真切地道出了中国儒学的真精
神，他说:“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标是让人民太太平平
地过日子。他们要求人人相互尊敬，人人时刻不忘自
己受惠于他人甚多，无人不在某个方面依赖于他人。
为此，中国立法者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6］( P324) 也
就是说，儒学要求每个人应对他人和社会怀有一份感

恩之心，尽其义务以回报他人和社会，“礼”的规范就是
建立在人的感恩之心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很深刻
的见解。他又说:“中国的立法者比较明白事理，他们
不是把人放在有朝一日没有纷争的状态中，而是放在

能够使人履行义务的行动去观察，从而使他们的宗教、
哲学和法律全都切实可用。物质因素越是让人趋向静
止，道德因素就越应让人远离这些物质因素。”［6］( P246) 儒
家虽不像斯多葛派那样把现世的物质享受看作是虚

无，但主张人应该节制欲望，努力追求高尚的道德境

界，这与斯多葛派的主张和要求也是一致的。
孟德斯鸠认为，与斯多葛派相似，儒家思想也曾培

养出一些明智的帝王，如唐朝的一位皇帝说:“我们祖
先的训诫认为，如果有一男不耕，一女不织，帝国内就

会有人受到饥寒。”明建文帝说:“我们很是奢华，连老
百姓不得不出卖的儿女的鞋子都要绣上花。”所以，他
们都极力反对奢侈。又如，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
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就是要鼓励人

民从事耕耘，这体现了“中国的优良风俗”［6］( P247)。
孟德斯鸠认为，儒家与斯多葛派还有一个相同之

处，即二者都否认灵魂不灭。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他
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原则，但又指出，一个国家的宗教

对于人类有利或有害，主要不在其教义之真伪，而在于

使用当否。他说:“最真实、最圣洁的教义，如果不同社
会的原则连接在一起的话，可能产生极恶劣的后果;反

之，最虚伪的教义，如果同社会的原则发生关系的话，

却可能产生美妙的后果。孔教否认灵魂不死，芝诺的
教派也不这样相信。谁能想到呢? 这两个教派竟从它
们恶劣的原则中引申出一些不正确但对社会却是美好

的结论。佛教和道教相信灵魂不死，但是从这条这样
神圣的教义却引申出一些可怕的结论来。”［7］( P151—152) 他

认为，儒家与斯多葛派都否认灵魂不死，这一教义未必

是真实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取得了好的效果;而那些

讲灵魂不死和灵魂转世轮回的某些宗教却恰恰相反。
他说:“一位中国哲学家是以这样的论据来反对佛教
的:‘在佛教的一本书里说，身体是我们的住宅，灵
魂———永生的客人———就居住在里面; 但如果我们的
父母的身体也不过是一所住宅的话，那当然就要鄙视

它像一堆泥土那样。这不就是要从我们心中剥夺掉我
们爱父母的美德么? 同样，这将使人忽略对身体的照

顾，拒绝给予身体以保养上所需要的同情和爱

惜。’”［7］( P152) 孟德斯鸠以此证明，儒家之所以否认灵魂
不灭，其目的还是教人要珍惜生命和善尽人生的义务。
孟德斯鸠把儒家和斯多葛派都看作是宗教，认为

这些宗教虽然都有其弊病，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崇

尚道德的。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其人性论基础，而人性
是向善的。他说:“宗教应该崇尚纯洁的道德，否则难
以拥有信徒。尽管如果逐个审视的话，每个人也许都
是骗子，但是从总体上看，人是非常诚实的，而且全都

热爱道德。倘若不是讨论如此严肃的话题，我就会说，
这一点只要到剧场去看看戏就可得到充分证明。戏中
为道德所赞同的感情必定讨人喜欢，为道德所摒弃的

感情必定遭人嫌弃。”［1］( P490) 儒家与斯多葛派的命运不
同，斯多葛派在中世纪来临时就中绝了，而儒学则成为

中华帝国的统治思想，这促使孟德斯鸠进一步去探讨

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二、论儒家礼教为中国“民族的一般精神”

孟德斯鸠注意到，儒家与斯多葛派相区别的最显

著的特点，在于“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6］( P324)。
“礼”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基本内涵是将宗
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融为一体来作为人们的行为
规范，其哲学意蕴是特别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不可分

离的依赖性及个体对于群体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而孟
德斯鸠则将其上升到“民族的一般精神”的高度来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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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认为在中国“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这是
一个具有更高的概括力的哲学意义的论断。虽然在他
以前很久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者们就已开始探讨“民族
精神”问题，但主要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像孟德斯鸠
这样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更广大的社会生活层面来探

讨“民族的一般精神”，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还是颇具
新意的。
孟德斯鸠认为，礼教的基础是家庭中的“孝”，政治

的一切原则都是由此引申而来。他写道:“中国的立法
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
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
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 他们并且集中一切

力量，使人们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
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

孝道。……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
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
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个法典的不同部分而
已，这个法典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尊敬父亲就必然和
尊敬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员、皇帝等联系
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
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员要以爱还报

其治下的老百姓; 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
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又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

神。”［8］( P315) 儒家深知，要达到“四封宁谧，民物相安”的
目的，就必须特别注重明辨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
分，进而从家族的道德引申出国家的道德，强调“以孝
治天下”，人们必须以对待父母的孝敬态度去对待主
人、官长和君上，从而使孝成为无所不包的最高道德。
这是中国的伦理，也是中国的礼法。所有这一切，也就
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孟德斯鸠的以上论述，曾使翻译
其著作的严复大为惊叹，认为他道出了中国传统政治

的真谛［9］( P411)。
在孟德斯鸠看来，礼教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即要求男人必须看管好自己的女人。正如“穆罕默德
吩咐他的信徒要监视自己的妻子”一样，“孔子也宣传
同样的教义”［8］( P268)。东方的家庭是多妻制家庭，“在
多妻的场合，家庭越失去单一性，法律便越应该把那些

支离分散的部分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中心; 利益越是分

歧，法律便越应该引导这些分歧的利益走向统一”。按
照通常的理解，共同利益的形成需要发达的社会交往，

而在中国则不然，人们不仅用院落的围墙把女人和男

人分开，而且在同一围墙内还把女人分隔开来，使她们

在大家庭中各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只有分而治之，才
能使其一切感情都投向她们的男人，保持那种唯一的

对家庭的依恋。禁锢的围墙形成了中国妇女的美德，

而欧洲妇女所能享受的自由对于多妻制的中国家庭而

言显然是不适用的:“如果把我们妇女的这一切都搬到
一个东方的国家去，使她们像在我们的社会中那样活

跃，那样的自由，能有一个家庭的父亲得以享受片刻的

安宁么?”［6］( P265)

孟德斯鸠认为，礼教对于形成良好的风俗及维护

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他依据杜赫德《中华帝国全
志》所提供的资料指出:“中国乡村的人和地位高的人
所遵守的礼节是相同的:这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持人民

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戾性情所产生的

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实际上，如果使他们不
受‘礼’的规则的约束的话，岂非就等于给他们以放纵
邪恶的便利么? 在这方面，‘礼’的价值是高于礼貌的。
礼貌粉饰他人的邪恶，而‘礼’则防止把我们的邪恶暴
露出来。‘礼’是人们放在彼此之间的一道墙，借以防
止互相腐化。”［6］( P312—313) 指出儒家“礼”的价值高于礼
貌，其意义在于防止人们之间的相互腐化，这是一个很

深刻的洞见。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批评了欧洲社会中
堕落的女人和男人之间是如何相互腐化的。当然，他
也指出了礼教在中国作为一道横亘在人们之间的“墙”
所具有的负面作用( 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

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
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人把整个青年
时代都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

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于施教，官吏用之于宣传，生活
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礼
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

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

人心”;“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
得了成功”［8］( P313)。这晨所谓“中国的立法者”，是言儒
家。由于儒家礼教渗透并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
面，所以孟德斯鸠将其看作是中国“民族的一般精神”，
“帝国实行统治的精神”，是西方政治哲学所不具备的
“特别的治术”，这一论断是合乎实际的。
孟德斯鸠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儒家所主张的“礼

治”能够为帝王所接受以及“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
神”的原因。他说，在中国，由于自然生理的原因，中国
妇女的生殖能力之强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妇

女，所以政府就必须时时注意到由于人口繁殖所带来

的吃饭问题，君主总是受到来自这方面的急遽的警告。
因此，中国的皇帝和西方的君主所感悟到的不同。西
方的君主感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

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中国的皇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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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其帝国的生命。中
国政体的专制性质决定了其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

毋宁说是管理家政。因此，在西方人看来与国家的基
本政体并无多大关系的家庭中的义务，在中国的圣贤

们的心目中却具有与政治体制的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

意义:“如果你削减亲权，或者即使你削减对亲权表示
尊重的礼仪的话，那就等于削减了人们对于视同父母

的官吏的尊敬了……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
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
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
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

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

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么我们便将了解，

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

的。”［8］( P315—316)

以礼教治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而人治必然会导

致专制。专制有两种，一是开明专制，一是暴虐专制，
暴虐专制是真正的儒家所决不希望看到的。在孟德斯
鸠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弊病，都是由于没有实行

法治的缘故。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
原则是恐怖”［8］( P129) ，并列举了诸如“中国官员的欺诈
掠夺行径”，皇帝“一以贯之的暴政，以及被视为天经地
义，也就是不动声色地对人性的摧残”［6］( P133—134);“不少
地方都作兴对罪犯实行满门抄斩”［1］( P783) 等事实，来说
明这一观点。但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由
于“不以礼仪而以刑罚治国”，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
离。按照儒家思想，一个有良知的立法者热中预防犯
罪应甚于惩罚犯罪，注重激励良好的社会风范应多于

施用刑罚。可是，那些“不以礼仪而以刑罚治国的君主
们，试图借助刑罚树立良好的风尚，其实刑罚对此是无

能为力的。……可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把良好的风尚
丢弃了，刑罚能把良好的风尚重新树立起来吗”［6］( P325) ?
“中国的著述家们始终一贯地指出，在他们的帝国里，
刑罚越增多，革命就越临近。这是因为，民风越糟，刑
法才会越严。”［6］( P88) 这里所引述的“中国著述家”的话，
正是儒家思想的表达。那么，儒家又是如何来防止暴
虐专制的? 这就是孟德斯鸠进而探讨的又一个问题

了。

三、论儒家“伟大的天才”智慧

在孟德斯鸠看来，儒家在防止暴虐专制方面的智

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崇尚古代经典来“给专横权力划定范
围”。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尽管就其性质而言，到处
都一样。但是，由于环境、宗教观点、成见、受到遵循的

惯例、人的气质、风尚、习俗的不同，差异还是很大的。
在专制政体之下确立某些思想是件好事。比如，中国
人把君主视为人民的父亲，阿拉伯人在帝国初期把君

主看作布道师。最好有可以用作戒律的圣书，比如阿
拉伯人的古兰经、波斯人的祆教经典、印度人的吠陀经
以及中国人的经典古籍。宗教法规取代民事法典，并
为专横权力划定范围。”［6］( P223) 这里所讲到的“中国人
的经典”，就是指儒家的“五经”和“四书”。儒家从家族
制的原则引申出国家的原则，有所谓“父为家君，君为
国父”之说，孟德斯鸠认为，这种观念对人民有好处。
他甚至认为，“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是
中国政体与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共和政体因素”。因为
把君主视为人民的父亲意味着对君主提出了相应的道

德要求:君主必须为全体人民谋利益，正如家庭中的父

亲必须为全家人谋利益一样; 要求照顾全体人民的利

益，无疑也是共和政体的施政理念。他认为，中华帝国
的早期君主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那时帝国的专

制程度远没有后世之高，所以儒家要用帝国早期的经

典来限制后世帝王的权力。
孟德斯鸠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经典不仅可以限

制暴政，而且有时“经书战胜了暴政”。诚然，中国的政
体与西方不同，西方政教分离，教权与王权可以分庭抗

礼;在西方的君主制国家里，也不像中国那么等级森

严，并且所有的权力也不能落入同一个首领手中。而
东方专制政体则不同，因为其国家的性质就是国家元

首统揽一切大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
的事是，君主会把宗教看作是他自己的法律及其个人

意志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宗教的经典之作就
显得尤为重要。波斯国王同时又是宗教首领，但规范
宗教的是《古兰经》;“中国皇帝是最高宗教领袖，可是，
人人手中都有一些书，皇帝本人也要按照书中所说行

事。曾有一位皇帝试图把这些书付之一炬，然而却徒
劳无功，经书战胜了暴政”［1］( P496)。所谓“经书战胜了
暴政”，是指汉武帝以独尊儒术代替了秦王朝的焚书坑
儒。
第二，确认“亲亲互隐”，以此限制及缓和暴政之肆

虐。孟德斯鸠反对法律允许、鼓励或强迫亲属之间的
相互告发，反对法律对不肯告发自己亲属的人们予以

惩罚，这竟与孔子关于“亲亲互隐”的思想高度一致。
他说:“勃艮第国王贡德鲍规定，小偷的妻或子如果不
告发，就降为奴隶。这条法律也是违背人的天性的，妻
子怎能告发丈夫，儿子怎能告发父亲呢? 法律作出这

种规定，岂不是要人为惩治一项罪行而犯下另一项更

大的罪行吗? 雷塞斯温德( 西哥特国王———引者注) 的
法律规定，奸妇的子女或其丈夫的子女可以对她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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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并可审问家奴。这项法律实在太坏了;竟然为了
保持淳朴的民风而颠覆人的本性，需知人的本性正是

淳朴民风的根源。”［1］( P506) 在他看来，法律作出的上述规
定乃是要人们为了惩治一项罪行而犯下另一项更大的

罪行，这项更大的罪行就是破坏人的天性，亵渎和败坏

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而人的天性正是人类社会

道德的源泉，一旦被败坏，社会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

孔子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
其中矣。”(《论语·子路》) 这个“直”字，即人的天性之
意，所谓“民之生也直”是也。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专制
时代无疑具有限制与缓和暴政之肆虐的作用。
第三，以“和而不同”来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维护国

家统一。孟德斯鸠看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
处理好民族关系实在不易，然而，中国政府在历史上的

多数时期民族关系却处理得比较好。他认为，这体现
着“伟大的天才”的智慧，用孔子的话来说，就叫做“和
而不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伟大的人物有时会沾染
某些整齐划一的观念，即便是查理曼大帝也未能幸免，

而小人物则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这种观念。他们在整齐
划一的观念中找出了一种其所熟知的“至善尽美”，即
在施政上有相同的政策，在贸易上有统一的尺度，在国

家中有统一的法律，在各地有同样的宗教。但这种状
况就不能有所例外吗? 改变的弊害是否永远比容忍的

弊害小呢? “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整齐划一，什么情
况下应当参差互异，这不是更表现伟大的天才么? 在

中国，汉人守汉人的礼节，鞑靼人守鞑靼人的礼节; 但

是中国是全世界最追求太平的国家啊! 如果国民守法

的话，守不守同样的法律又有什么重要呢?”［7］( P302) 这一
处理民族关系的“和而不同”原则，应该说是儒家政治
哲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和政体因素”。
第四，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来告诫帝王，权力集中于

一人是导致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孟德斯鸠说，那
些精明强干的专制帝王乾纲独断，恨不得把天下所有

的权力都集中在其一人手里，恨不得任何军国大事都

由其一人来处理。但中国的儒家学者看到，权力的过
分集中也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和政权的垮台。他写道:
“一个中国著者说:‘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君主们
不愿像古人一样，仅仅行使一般性的监督———这是一
个元首所应当做的惟一的事务———而是事事都要自己
直接管理。’在这里，这位中国的著者几乎把所有的君
主国所以腐败的原因都告诉了我们。”［8］( P116) 按照通常
的理解，帝王亲自处理一切政务，这不是励精图治的表

现吗? 怎么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和政权的垮台呢? 其实

不然。这里是讲“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道
理，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政治

的腐败，并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再者，一个专制帝王
纵然再怎么英明，也不可能了解和洞察一切，不可能不

受到其臣僚的蒙蔽，而专制政治体制中的上上下下相

欺相蒙乃是一种常规。由此可见，儒家对于“绝对的权
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道理也是有所认识的。
第五，儒家看到了“女祸”和“阉祸”对于国家的危

害，因而反对帝王沉湎女色和宦官专权。孟德斯鸠认
为，中国的专制政治有一个特殊的规律，这就是“女祸”
和“阉祸”。这之所以是中国政治的特殊规律，而不是
普遍规律，是因为在基督教国家中是既不允许多妻也

没有太监的。中国历史上那些昏庸的专制帝王既然不
信任其臣民，就只好混迹于女人堆中，并且只信任太

监。对于君主因沉湎女色而任凭宦官专权给国家所造
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一位
儒家学者的论述最为深切著明:“君主若是依仗宦官，
就会把宫廷中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和积极肯干的人视
为外人，这些人于是便抽身而退。君主会睁开眼睛寻
找宫廷外面的官员给予支持吗? 这些官员也不知道怎

么办，因为君主已经成了人质。宫外官员的举动如果
不成功，就会有一个野心家设法把皇帝与宦官搅成一

团，煽动人民把这些家伙一网打尽。”他进而评论说，只
要君主认识到自己有沉湎于女色的毛病，便不难改正。
“可是，如果因过分信任而把自己托付给宦官，他就无
法回头，只有死路一条了。从桓帝、灵帝到献帝，宦官
为所欲为地主宰着中华帝国，搅得天怒人怨”，汉朝也
就因此而灭亡了［1］( P799)。
此外，孟德斯鸠还讲到了中古代的监察制度，认为

这一制度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共和政体因素”。他
说，按照通常的理解，监察制度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

存在并发挥作用，君主政体下的监察制度是不可能起

到防止权力腐败的作用的，“在君主国，如果设置监察
官的话，则腐化监察官的正是监察官所要纠正的那些

人。监察官对于君主政体的腐败，是无能为力的;但是
君主政体的腐败对于监察官却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力

量”［8］( P72)。至于在专制制度之下，就更不需要设立监
察制度了，“但中国的事例，似乎破坏了这条规律”。孟
德斯鸠声称要对“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的特殊理由”作出
探讨，但他所给予我们的解释却只有一句话:“由于特
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

有达到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8］( P128) 这句话说明，中国
的监察制度多少起到了遏制腐败的作用。而这一制度
之所以能够设立，固然与帝王害怕被蒙蔽有关，但也不

能说与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全无关系。
当然，从总体上看，孟德斯鸠不能不承认，儒学在

制约专制权力方面并不成功。他以俯瞰历史进程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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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概写道:“让我们考察一下一些大君主国的命运，
人们起初震惊于它们的强大，随后则震惊于它们的虚

弱。究其原因，在专横或专制政权的高速蜕变过程中，
由于原则的残余还在起作用，所以国家尚能有所发展。
可是，当自由彻底消失之后，当初越是强大，现在就越

是弱小。因为，对善良和伟大的热爱不复存在……人
们普遍丧失勇气，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泄气;贵族没有感

情，武夫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市民没有信心;人民没

有希望。真是咄咄怪事! 一切都在无所事事中空转
……有人只要公民的身体，却不要人民的精神和心灵。
一个君主政体到了这种地步，它的虚弱就已经暴露无

遗，以至于连它自己都感到吃惊。”［1］( P783—784) 孟德斯鸠

所描绘的这一专制帝国的没落景象，与龚自珍的《乙丙
之际箸议·第九》所描绘的大清王朝的末世景象，又是
何其相似乃尔!

四、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之比较

与《论法的精神》一书略有区别，孟德斯鸠在其后
所作的《随想录》中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
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

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

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

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

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
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

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
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

佳。”［1］( P785) 然而，他又不无遗憾地写道:“尽管中国的
条件本应使之建立共和政体，事实上却连共和政体的

影子也看不到。”［1］( P785)

儒家思想既然包含“共和政体因素”，那么，为什么
中国“却连共和政体的影子也看不到”呢? 孟德斯鸠认
为，问题还是出在儒家的礼教上。正如历史上一切思
想体系往往都有其内在矛盾一样，儒家的思想体系也

是如此。任何限制君权的企图都可能违背上下尊卑如
冠履不可倒置的礼教原则，即使在“冒险说真话”的场
合，也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循孔子所谓“事父母，几谏”的
原则。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在专制国家里，风俗和
礼仪绝不能改变，这是一条基本准则，没有比这样做能

更快地引发革命。如果推翻了风俗和礼仪，就是推翻
了一切。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而道德则是人们心灵上
的一种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的精神”为渊源，法律
则与“特殊的制度”有关。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
“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危
险［8］( P309)。当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建立共和政

体时，大儒张之洞等人反复强调“王道之三纲”绝对不
可变，原因也在于此。
孟德斯鸠进而把儒学与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使

人互相隔离，特别是使两性互相隔离的礼教构成了中

国政体的一般精神，而使人互相感应的基督教则构成

了西方国家的一般精神。他认为，中国专制政体的精
神是与男女隔离及对妇女的奴役自然地相结合的，而

西方君主政体的精神是与妇女的自由及社会交往的发

达相结合的。他指出，“中国的礼教要求一切都要分
开”，“中国的妇女和男人是绝对分开的”，妇女通常幽
闭在深闺里，对社会的影响绝少;整个社会交往也极不

发达，“每一个人都是既居人上又居人下，既以专制权
力压迫人又受专制权力的压迫。那里人们的交往就少
于那些自由存在于社会上各阶层的国家。因此，专制
国家的礼仪和风俗就较少改变”。与此相反，在西方，
“男女互相交往;妇女要取悦于人的愿望和男子要讨好
妇女欢心的愿望，便引起风俗的不断变更”［8］( P309—310)。
基于上述分析，孟德斯鸠认为，基督教能够与君主

政体及一切温和政体相密切配合，而不可能与儒家礼

教的专制政体相配合。因此，“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贞女誓言、妇女在教堂集会、她们
和神职人员必要的来往、她们参加圣餐、秘密忏悔、临
终的涂油式、一夫一妻———所有这一切都推翻这个国
家的风俗和习惯，同时也触犯它的宗教和法律。基督
教，由于建立慈善事业，由于公开的礼拜，由于大家参

加共同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 但是，

中国的礼教似乎是要求一切都要隔开。我们已经看
到，这种隔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连的;我们

从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

治同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

此”［8］( P316)。
孟德斯鸠声称，他是“从一种宗教在尘世中生活上

所可能给人们的好处着眼，去研讨世界上的各种宗

教”［7］( P138)。立足于这一点，他认为基督教的优长之处
在于:“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是背道而驰的，《福音
书》极力提倡仁爱，所以基督教反对君主以专制淫威去
裁断曲直，去肆意横虐。基督教禁止多妻，所以基督教
的君主们比较不幽居深宫，比较不和国民隔绝，因此，

就比较有人性。他们比较愿意依从法律，而且能够感
觉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的。”与东方国家
的君主极端害怕自己的臣民不同，基督教则使君主们

在人民面前无须那么畏惧胆怯，“因而也就不那么残
忍。君主信赖国民，国民信赖君主。真是妙极! 基督
教看来似乎仅仅追求来世的福祉，但还给我们今生的

幸福。”中国的儒家不也极力提倡仁爱吗? 但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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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仁爱毕竟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仁爱。儒
家不也反对皇帝的肆意横虐吗? 然而，中国的皇帝毕

竟不像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一个既热爱又畏惧宗教的
君主犹如一头狮子，对于抚摸它的手和安抚它的吆喝，

驯服而又听话”［1］( P470)。
对于 17—18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孟德斯鸠也

从礼教是中国的立国精神、关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之
存亡的观点作了评论。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害怕建立
新的宗教，只不过如同害怕建立新的政体那样。以基
督教的传入为例:“起初，外国人受到容忍，因为那些东
西似乎并不损害君主的权威，因而没有引起注意，当地

人处在极端无知之中。一个欧洲人可以利用他所获得
的某些知识博得赏识。起初这样做是有效的，可是，这
是一个因其性质而特别需要太平的国家，稍有风吹草

动，政权就可能被推翻，所以，当外来者取得了一些成

就，发生了某些争执，利益有关的人就引起了警觉，新

近传入的宗教和传播这种宗教的人于是就被禁止; 更

因为传教士之间爆发了争执，当地人遂开始憎恶这种

新的宗教。”［1］( P502) 中国皇帝宣布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
基督教传播，乃是必然的。不过，限于当时中西文化交
流的水平，孟德斯鸠没有看到，虽然清朝皇帝禁止了西

学的传播，但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却已经开始接受诸

如一夫一妻制之类的新观念。
孟德斯鸠还认为，无论如何，中国如果想要成为儒

家所希望的具有高度道德文明的国家的话，就必须学

习希腊人和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他在《论法的精神》一
书中专门写了“对中国人的一种怪现象的说明”一节，
说中国人令人奇怪，他们的生活完全受礼教的支配，但

在贸易活动中却有许多欺诈行为，而官员们的掠夺行

径更是令人发指。从政治哲学的观点来看，造成这种

矛盾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法治。由于没有法治，只
靠道德规范的约束，其结果必然会带来一些虚伪的现

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希腊人和基督教的法治传统是
值得借鉴的:“人们问梭伦，他给雅典人制定的法律是
不是最好的。他回答说:‘我给他们制定了他们所能容
忍的法律中最好的法律。’这就是一个美丽的词句，是
一切立法者都要悉心体会的! 上帝告诉犹太人民说:

‘我把箴规给了你们，这些箴规是不好的。’这意思是
说，箴规的‘好’只是相对的;这就是擦掉摩西的律例所
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海绵。”［8］( P317) 法治也许不像礼
治那样具有因人而异的“人情味”，但孟德斯鸠断言:
“没有法治，国家便将腐化堕落。”［8］( P278) 这句话确实是
现代政治哲学的至理名言，值得认真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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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Factor”in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Comparative Research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from Montesquieu
XU Su － min

(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Though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00293，China)
Abstract: From his comparative researches of Confucianism and Stoicism，Montesquieu had a better un-
derstanding of both schools． From his“ceremony propriety forming the general spirit of one nation”，he
thought that the terrorist principle of autocracy was a departure of the Confucian principle of propriety．
From his“scope of imperious power”，he thought it right that father and son should hide their defects
each other in the root of morality． In his comparison of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he had a deep un-
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limitations．
Key Words: Montesquieu; Confucianism; Stoicism; Christianity; general spirit of on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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